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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ꎮ 随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ꎬ 数字化转型对于家族企业实现永续传承具有重要意义ꎬ 但是目前家族

企业却呈现出转型滞后的现实困境ꎮ 究其根源ꎬ 在于家族企业所特有的“高能力￣低意愿”悖
论ꎬ 即家族控制权集中赋予企业强大的资源调配与自主决策能力ꎬ 却因对社会情感财富的

保护而形成风险规避倾向ꎬ 抑制了转型意愿ꎬ 阻碍了其数字化进程ꎮ 因此理清家族企业怎

样在“保留能力”的同时“激活意愿”对其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ꎮ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作为关键治理安排ꎬ 为破解这一悖论提供了理论路径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４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家族企业样本ꎬ 实证检验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对数字化转型

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与调节效应ꎮ 研究发现: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保留能力)不仅

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ꎬ 而且可以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激活意愿)ꎬ
促进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ꎻ 非创始人 ＣＥＯ 可以强化权力均衡分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作

用ꎬ 进而间接强化其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ꎮ 本文从家族与非家族高管权力分布这一双

重视角提出可以通过权力均衡分布适当降低家族企业的自由裁量权ꎬ 这能够在维持家族企

业能力的同时ꎬ 提升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ꎮ 研究结论不仅为家族企业治理走向专业

化和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ꎬ 而且有利于打破“能力￣意愿”悖论ꎬ 为提升家族企业数字化转

型水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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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家族企业贡献了全球 ２ / ３ 的 ＧＤＰ 和 ６０％的就业机会(ＵＮＣＴＡＤꎬ ２０２１)ꎬ 是助推经济发展的中流

砥柱ꎮ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ꎬ 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家族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ꎮ 数字化转

型作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ꎬ 能够帮助家族企业优化业务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ꎬ 进而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ꎬ 已成为家族企业提升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张蔼容和胡

珑瑛ꎬ ２０２３)ꎮ 与此同时ꎬ 家族企业通常被认为是高效的代表ꎬ 即能够以更低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出

(Ｃｈｒｉ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因此ꎬ 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理应表现优异ꎮ 然而ꎬ 在实践中ꎬ 与非家

族企业相比ꎬ 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脚步却相对滞后(何轩等ꎬ ２０２３)ꎮ 普华永道在针对全球 ２８０１ 个

家族企业所有者开展的全球家族企业调研中提及ꎬ 八成以上受访者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ꎮ
这折射出家族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的深层困境: 为何拥有更高效率的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

的表现反而滞后于非家族企业?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家族企业独特的治理结构催生出的 “能力￣意愿” 悖论 ( Ｃｈｒｉ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能力指家族所有者指导、 分配、 增加或处置企业资源的自由裁量权ꎬ 来源于家庭对所有权、
治理或管理的参与ꎬ 并与家族涉入程度正相关(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数字化转型往往需要大规模

资源投入、 快速的决策执行、 跨部门协同调度ꎬ 相比于非家族企业ꎬ 家族企业由于所有权集中、 决

策链条短、 资源调配自由度高ꎬ 在资金配置、 战略落地、 组织协调等方面拥有更强的裁量权与执行

力ꎮ 这赋予了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强的“能力优势” (Ｈ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４)ꎬ 使其能更好地应对数

字化转型的复杂性(Ｓｏｌｕ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然而ꎬ 这种以“家族控制权”为核心的治理逻辑ꎬ 又会抑制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ꎮ 意愿

是指家族所有者基于不同于非家族企业的目标、 意图和动机而采取独特行为的倾向(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度依赖外部技术人才、 专业团队与外部技术合作ꎬ 加之流程透明、 信

息共享、 数据上云、 经营可视等特点ꎬ 会导致技术高管、 数据专家等非家族力量进入核心决策层ꎬ
信息资源从“家族内部垄断”变为“系统共享可见”ꎬ 决策更多依赖数据、 算法、 模型驱动ꎬ 而非家族

经验、 直觉、 关系网络ꎮ 这会改变家族企业原有的“家族中心化”的权力格局ꎬ 打破家族内部信息不

透明的控制基础ꎬ 稀释家族控制权优势、 信息优势与家族权威ꎬ 从而导致家族企业不愿意从事这类

活动ꎮ 而且家族控制权越强、 转型能力越高ꎬ 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控制权稀释”就越敏感ꎬ 越不愿

意推进转型ꎮ 研究发现ꎬ 与非家族企业相比ꎬ 中国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意愿更低ꎬ 数字化

程度也更低(何轩等ꎬ ２０２３ꎻ Ｐａｎꎬ ２０２３)ꎮ 因此ꎬ 这种“有能力转型却不愿转型”的矛盾ꎬ 成为制约家

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ꎮ 如何在保持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同时ꎬ 提升其转型意愿ꎬ 成

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ꎮ
由于“能力￣意愿”悖论来源于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ꎬ 因此破解这一悖论的关键ꎬ 藏于家族企业高

管团队的治理结构之中ꎮ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中同时存在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两股力量ꎬ 二者之间

的权力博弈直接决定着转型决策的走向: 当家族成员垄断权力时ꎬ 虽能保障决策效率与资源调配优

势ꎬ 稳固转型基础能力ꎬ 却容易因强控制偏好与风险规避倾向ꎬ 大幅降低数字化转型意愿ꎻ 反之ꎬ
当非家族成员权力过度强势时ꎬ 职业化管理虽能补齐数字化技术与专业治理短板ꎬ 但会持续挤压家

族决策空间、 弱化家族核心治理能力ꎬ 加之短期绩效导向的约束ꎬ 同样难以有效推进高投入、 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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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数字化变革ꎮ 而当二者权力达到“均衡”时ꎬ 既能通过锁定所有权与顶层重大战略决策权等

核心权力ꎬ 稳固家族关键资源配置与长期战略决策能力(保留能力)ꎻ 又可通过非家族高管共享经营

性、 执行性决策权力等非核心权力ꎬ 形成风险共担机制ꎬ 弱化家族对数字化变革的控制权稀释顾虑ꎬ
有效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激活意愿)ꎬ 这或许能打破“能力￣意愿”悖论的桎梏ꎮ 然而ꎬ 现有研究

对这一机制的探讨仍存局限ꎬ 虽然部分研究涉及家族治理或权力结构ꎬ 但多停留在家族涉入程度或

非家族高管比例等单一角度ꎬ 较少有研究关注“家族与非家族成员之间的权力分布”ꎬ 尤其是权力的

均衡分布状态下的具体效应(韦笑和陈凌ꎬ ２０２４)ꎮ
基于此ꎬ 本研究以中国 Ａ 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ꎬ 聚焦高管团队中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

权力的均衡分布ꎬ 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权力的均衡分布(保留能力)能否通过提升风险承担倾向(激活意愿)推动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研

究基于权力配置视角ꎬ 将“能力￣意愿”悖论纳入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框架ꎬ 致力于揭示权力分布

(能力)对风险承担(意愿)的协调作用机制ꎬ 为家族企业顶层设计提供参考ꎬ 助力其破解悖论ꎬ 在数

字经济浪潮中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２􀆰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２􀆰 １　 文献综述

２􀆰 １􀆰 １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分布

权力被定义为个体行动者发挥其意志的能力(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Ｍａｓｏｎꎬ １９８４)ꎮ 在企业管理中ꎬ 权力

是企业决策的核心且多由高管团队掌握ꎬ 因此ꎬ 对高管团队权力的关注对于理解企业的决策过程有

重要意义ꎮ 同时ꎬ 高管人员的关键权力基础是应对内部和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ꎮ 因此ꎬ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２)从内外部不确定性来源的角度出发ꎬ 将高管权力分为结构性权力、 所有权权力、 专家权力和

声望权力四个维度ꎮ 其中ꎬ 家族高管的所有权权力以其家族化特色而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ꎬ 但是

研究结论尚存在一定分歧ꎮ 例如ꎬ 一方面ꎬ 有学者认为高家族所有权有利于企业的战略转型与创新

活动ꎬ 因为家族成员拥有较多的所有权意味着家族企业的长期导向和灵活决策ꎬ 同时高所有权带来

的人力资本、 耐心资本等家族资源是支持企业开展转型与创新活动的重要资源(Ｇｈａｌｋ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ꎮ
另一方面ꎬ 还有学者认为ꎬ 高家族所有权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消极影响ꎮ 因为家族企业为维持家族控

制ꎬ 保护社会情感财富ꎬ 会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ꎬ 降低对企业的创新投入(Ｇóｍｅｚ￣Ｍｅｊí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严若森和叶云龙ꎬ ２０１４)ꎬ 并且随着所有权的增加ꎬ 家族的话语权也随之增大ꎬ 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

应也更加明显(陈元等ꎬ ２０２３)ꎮ
对于研究结论的冲突ꎬ 学者们进一步关注到ꎬ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中同时存在家族成员和非家族

成员两股力量ꎬ 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也具有双元性ꎬ 即家族企业不仅要协调管理家族内部成员之间

的利益关系ꎬ 还需要对控股家族和非家族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管理(马骏和孟繁博ꎬ
２０２４)ꎮ 若二者之间权力分布与治理结构设置不合理ꎬ 会造成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

突ꎬ 这种利益冲突对家族企业带来的影响远远大于家族高管的影响(Ｐｉｃｏ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基于此ꎬ
对家族高管和非家族高管这两个群体之间权力分布的研究不断涌现ꎬ 尤其是结构性权力因其易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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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到了更多的关注ꎮ 研究发现ꎬ 家族高管和非家族高管结构性权力分布均衡能够促进高管团队的

行为整合ꎬ 提升非家族高管的参与度并降低代理成本ꎬ 从而有利于企业的决策交流过程ꎬ 进而平衡

家族与企业目标ꎬ 提升创新绩效(韦笑和陈凌ꎬ ２０２４)ꎮ 这一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家族权力与企业

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ꎮ 不仅如此ꎬ 严若森和赵亚莉(２０２２)的研究还发现ꎬ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结构性

权力均衡配置使得家族高管和非家族高管共同参与决策ꎬ 从而提高了家族企业对长期投资的意愿和

能力ꎮ 反之ꎬ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结构性权力分布不均衡会导致高管团队的低合作行为及资源的低利

用率ꎬ 从而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发展ꎮ 此外ꎬ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结构性权力均衡分布对企业绩效也有

积极影响(Ｐａｔ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ꎬ ２０１４)ꎮ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分布研究将家族企业权力研究从关注单一家族层面向关注家族与非家族

双重视角推进ꎬ 取得了重要进展ꎮ 但是权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ꎬ 现有研究仅关注了结构性权力这

一个维度ꎬ 不利于全面理解权力的影响ꎮ 另外ꎬ 在数字化浪潮之下ꎬ 如何利用权力分布帮助家族企

业摆脱数字化滞后的局面ꎬ 仍有待进一步探讨ꎮ
２􀆰 １􀆰 ２　 家族企业治理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通过获得与累积数字化能力来提升自身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ꎬ 并以整合

重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价值创造(张培等ꎬ ２０２５)ꎮ 数字化转型能够重新构建企业资源特别是数据资

源开发、 整合与利用的路径ꎬ 加快企业的信息化进程ꎬ 从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质量

(Ｐｅ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ｏꎬ ２０２２)ꎮ 因此ꎬ 凭借数字化技术的应用ꎬ 企业可以创造新型市场价值ꎬ 重构竞争优

势ꎮ 尤其对于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家族企业而言ꎬ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更为重要ꎬ
已成为家族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的必然选择ꎮ

家族企业独特的家族属性使其治理结构具有独特的家族化特征(马骏等ꎬ ２０２０)ꎬ 这种特征使得

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和劣势ꎮ 一方面ꎬ 家族企业因所有权的集中ꎬ 能够

更加高效地调配和投入资源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ꎬ 因此ꎬ 与非家族企业相比ꎬ
家族企业具有更强的数字化转型能力ꎮ 另一方面ꎬ 数字化转型会威胁到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何轩等ꎬ
２０２３)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ꎬ 且家族持股比例越高或家族成员参与越

多ꎬ 这一影响效应越大(陈元等ꎬ ２０２３ꎻ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Ｌｅ Ｂｒｅｔｏｎ￣Ｍ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 即使家族企业有

能力调用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型ꎬ 也不愿意冒险进行数字化转型ꎬ 由此产生了“能力￣意愿”悖论ꎮ
破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的治理结构ꎮ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中同时存在家族成

员与非家族成员两股力量ꎬ 数字化转型的权力重构性、 数据透明性、 决策去中心化等特征ꎬ 使得家

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在转型决策中存在天然的结构性分歧(Ｚｏｎａꎬ ２０１６)ꎮ 从目标差异来看ꎬ 家族高

管以社会情感财富与控制权保全为核心ꎬ 对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权威稀释、 权力转移保持高度警惕ꎬ
表现出低转型意愿ꎻ 非家族高管以企业经济绩效与专业价值实现为目标ꎬ 更重视数字化带来的效率

提升与竞争力强化ꎬ 表现出更高的转型积极性ꎮ 从权力基础来看ꎬ 家族高管依赖所有权与身份权威ꎬ
偏好封闭集权决策ꎻ 非家族高管依赖专业能力与数据资源ꎬ 偏好开放协同决策ꎮ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

分布可以破解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意愿”悖论ꎬ 在于其能够实现“家族核心能力保留”与“意愿激活”
的双重目标: 一方面ꎬ 权力均衡是结构化分权而非所有权转移ꎬ 家族仍掌握终极控制权、 重大战略

决策权与关键资源配置权等核心权力ꎬ 转型能力得以稳定维系ꎻ 另一方面ꎬ 非家族高管获得制度化

的决策参与权与执行主导权等非核心权力ꎬ 能够缓解家族高管对失控的担忧ꎬ 分担转型风险并提供

专业支撑ꎬ 转型意愿得以有效激活ꎮ 通过平衡两类高管的权力结构与决策诉求ꎬ 权力均衡能够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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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决策分歧ꎬ 在保持家族治理优势的同时释放转型动力ꎬ 成为破解“能力￣意愿”悖论的关键治理

机制ꎮ
尽管现有研究已初步揭示了家族治理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ꎬ 但依然存在三点缺口: 第一ꎬ

权力维度单一ꎮ 目前对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主要探究了家族所有权涉入、 管理权涉入、
非家族高管参与等单一维度权力的影响(陈元等ꎬ ２０２３)ꎮ 但企业决策是受到多种权力综合影响的结

果ꎬ 仅考虑所有权或管理权等单一维度难以理解企业决策的真正来源ꎬ 因此从权力这一综合角度探

讨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具有理论意义以及实践价值ꎮ 第二ꎬ 权力分布视角不足ꎮ 以往研究大都仅针

对家族涉入或非家族高管比例等单一角度ꎬ 较少有研究关注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之间权力均衡的

状态ꎮ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中同时存在这两股力量ꎬ 二者相互博弈ꎬ 任何一方权力过强都有可能背离

家族企业的发展目标ꎬ 因此二者之间权力均衡分布的影响ꎬ 尤其是对企业数字化的影响ꎬ 亟待进一

步探讨ꎮ 第三ꎬ 传导机制有待揭示ꎮ 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之间权力的均衡分布在保持家族高管的

自由裁量权、 维持家族企业能力的同时ꎬ 是否可以提升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ꎬ 即数字化转型的

意愿ꎬ 进而提升家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ꎬ 仍有待进一步探讨ꎮ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助于破解家族企

业面临的“能力￣意愿”悖论ꎬ 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重要意义ꎮ 因此ꎬ 本研究致力于探究家族企业

高管团队中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之间权力分布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ꎬ 以及风险承担意愿的中介作

用ꎮ

２􀆰 ２　 研究假设

２􀆰 ２􀆰 １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家族企业中ꎬ 权力使得高管团队成员的任务角色合法化ꎬ 但是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因利益、
目标和动机的不同ꎬ 二者的决策偏好也不同ꎮ 权力在二者之间的分布不均衡ꎬ 会导致双方产生冲突ꎬ
阻碍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ꎬ 加剧企业的代理问题(Ｃｈｕ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 不利于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进程ꎮ
一方面ꎬ 当高管团队的权力由家族成员主导时ꎬ 家族高管团队内部会产生不对称的利他行为以

及推卸责任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ꎮ 此时一些占优势地位的家族股东为满足其自身利益可能做出侵占

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ꎬ 从而与其他中小股东产生冲突ꎬ 导致第二类代理问题加剧ꎮ 这会造成企

业的分化并使得整体战略趋于短视(梁强等ꎬ ２０２２)ꎬ 甚至还会牺牲企业的经济利益来满足家族的利

益(Ｃａｍｉｓóｎ￣Ｚｏｒｎｏｚ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 占据企业原本用于创新活动的资源ꎬ 迫使企业减少对数字化转型

的资源投入ꎬ 从而不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谭庆美等ꎬ ２０２４)ꎮ 同时ꎬ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

大量资源且会对社会情感财富造成损失ꎬ 家族高管不愿意冒险进行数字化转型ꎬ 从而阻碍企业的数

字化进程(何轩等ꎬ ２０２３)ꎮ 另一方面ꎬ 若给予非家族高管较高的权力ꎬ 会加剧企业的第一类代理问

题ꎮ 因为这种权力分布会提高控股家族失去企业控制权的危机感ꎬ 为了维持家族控制ꎬ 控股家族与

非家族高管之间会产生利益冲突ꎬ 这种利益冲突会干扰企业的注意力ꎬ 限制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资

源投入ꎬ 从而抑制数字化转型进程ꎮ 同时ꎬ 非家族高管还面临着业绩压力ꎬ 并且不受社会情感财富

的约束ꎬ 因此会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的经济回报(单蒙蒙等ꎬ ２０２３)ꎮ 这种短视主义会导致企业的决策

视域偏于狭窄ꎬ 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类回报周期较长的创新活动(严若森和赵亚莉ꎬ ２０２２)ꎮ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ꎬ 家族企业权力配置的失衡削弱了家族企业的行为整合能力ꎬ 即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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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在价值观、 理念和行动上的团队互动与融合ꎮ 当权力在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之间均衡分

布时ꎬ 家族高管和非家族高管均能有效参与企业决策ꎬ 二者对于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施加的影响

也更加均衡(Ｐａｔ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ꎬ ２０１４)ꎮ 这可以从信息交流、 共同决策以及合作行为等三个方面增强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的行为整合ꎬ 即在承认高管团队成员不同利益目标的前提下ꎬ 形成以企业整体利

益为标准的行为倾向ꎬ 从而能够缓解企业的两类代理问题ꎬ 有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韦笑和陈凌ꎬ
２０２４)ꎮ

首先ꎬ 信息交流反映了团队成员共享信息的意愿和积极程度(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若家族企业高

管团队权力分布不均衡ꎬ 因权力差异带来的等级界限会导致二者之间形成无形的屏障ꎬ 从而导致信

息共享不充分ꎮ 而权力均衡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这种屏障ꎬ 从而促进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

之间的信息交流ꎬ 缓解高管团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ꎬ 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外部信息(Ｗｉｓ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高质量、 高效率的信息交换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思维ꎬ 改善企业所处的信息环境ꎬ 因而企业

能够根据外部的数字技术信息指导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吴炳德等ꎬ ２０２２)ꎮ
其次ꎬ 共同决策是指高管成员在清楚共同目标、 理解彼此的期望和要求以及高度互动的基础上

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分布不均衡会限制高管成员的决策

参与度ꎬ 权力较小的一方在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性往往也较低(韦笑和陈凌ꎬ ２０２４)ꎬ 有限的

人力投入不利于数字化转型的开展ꎮ 在权力均衡分布的配置下ꎬ 家族高管和非家族高管之间处于相

对平等的地位ꎬ 能够促使每位高管团队成员共同参与决策ꎮ 而且非家族成员因不受家族企业价值观

的约束ꎬ 更能意识到数字化的价值ꎬ 并且能够抑制家族高管因家族价值观而表现出的风险规避倾向ꎬ
从而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ꎮ

最后ꎬ 合作行为侧重于团队成员之间自发的互助ꎬ 而不仅仅是服从或独立解决问题(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因在利益目标、 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ꎬ 二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不高ꎬ
也就很难达成合作行为(Ｐｉｃｏ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而权力均衡分布能够通过权力分配的公平感改善团队

情感和认知冲突ꎬ 增强凝聚力和信任程度ꎬ 从而加强高管团队的合作行为ꎮ 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

的合作能够为家族企业带来知识技能等稀缺资源ꎬ 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ꎬ 有

效增加企业的知识宽度ꎬ 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知识基础ꎮ 同时合作还可以促进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相

互支持和信任ꎬ 这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Ｂüｒ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ｅｂｌꎬ ２０２３)ꎮ 综上所述ꎬ 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１: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积极影响ꎮ

２􀆰 ２􀆰 ２　 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

高管团队权力分布不均衡同样会削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ꎮ 一方面ꎬ 在家族高管主导的模式下ꎬ
家族成员过多涉入企业管理ꎬ 不受职业经理人或中小股东的约束ꎬ 导致第二类代理问题加剧ꎮ 根据

代理理论ꎬ 家族高管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往往会牺牲企业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ꎬ 从而加剧企业

的风险规避倾向(Ｌｅ Ｂｒｅｔｏｎ￣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陈元等ꎬ ２０２３)ꎬ 表现出保守性的战略行为ꎮ 另一方

面ꎬ 当非家族高管权力过大时ꎬ 非家族高管的权力威胁到控股家族的控制权和管理权ꎬ 加剧了家族

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ꎮ 因此ꎬ 为保护家族的利益ꎬ 即使非家族高管掌握企业的

决策权ꎬ 控股家族成员也可能反对非家族高管的高风险行为ꎬ 限制其对风险活动的资源投入ꎬ 导致

双方的冲突加剧ꎬ 进而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戴明禹等ꎬ ２０２３)ꎮ 另外ꎬ 非家族高管做决策时容

易以股东为中心ꎬ 出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ꎬ 非家族高管倾向于规避风险大、 收益回报周期长的项目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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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选择加大对短期绩效有利项目的投入(严若森和赵亚莉ꎬ ２０２２)ꎮ
而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能够缓解以上问题ꎮ 一方面ꎬ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

布增强了非家族高管在团队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ꎬ 使得家族高管的行为受到非家族高管的监督ꎬ 能

够有效抑制家族高管侵占企业利益ꎬ 减少控股家族的机会主义行为ꎬ 缓解控股家族与中小股东的第

二类代理问题ꎬ 提高了家族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ꎬ 进而提升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ꎮ 另一方面ꎬ
当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均衡时ꎬ 非家族高管适当涉入家族企业治理ꎬ 使得家族高管和非家

族高管都能够有效参与企业决策ꎬ 保证了家族管理权不受到威胁ꎬ 控股家族与非家族高管的利益同

时得以平衡ꎬ 缓解了二者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ꎬ 并能够促使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共担风险ꎬ 抑

制非家族高管以股东为中心的倾向ꎬ 从而提升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杜善重ꎬ ２０２２)ꎮ 因此ꎬ 家

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能够缓解两类代理冲突ꎬ 从而提高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ꎮ
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ꎮ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开发周期长、 资金

成本高、 不确定性强的投资活动(李思飞等ꎬ ２０２３)ꎬ 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风险ꎮ 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

意味着企业愿意冒险进入数字化等未知领域并采取积极的战略行动ꎬ 从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所

需的技术支撑和资金ꎮ 此外ꎬ 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还意味着企业对风险有着更高的容忍度ꎬ 反映了

企业为追求高收益而付出代价的意愿和倾向(何瑛等ꎬ ２０１９)ꎮ 因此ꎬ 企业更能够也更愿意承受数字

化转型所带来的短期效益波动ꎬ 从而采取更为积极的数字化转型策略ꎬ 推动企业实现长期的转型升

级ꎮ 综上所述ꎬ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ꎮ
Ｈ２ａ: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意愿有积极影响ꎮ
Ｈ２ｂ: 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积极影响ꎮ
Ｈ２: 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在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ꎮ

２􀆰 ２􀆰 ３　 非创始人 ＣＥＯ 的调节作用

家族企业中ꎬ 非创始人 ＣＥＯ 与创始人 ＣＥＯ 之间的权力来源具有显著差异ꎮ 其中创始人 ＣＥＯ 具

有企业领导人和家族成员的双重身份ꎬ 其控制权是基于产权权力和社会情感权力的双重叠加———既

通过持股掌握合法的产权权力ꎬ 又凭借家族权威、 创业资历形成隐性社会情感权力ꎬ 其权力具有天

然合法性与高度稳定性ꎻ 而非创始人 ＣＥＯ 的控制权主要源于治理权力ꎬ 即董事会任命赋予的职位权

力ꎬ 缺乏产权权力的支撑ꎬ 其控制权具有制度赋予性与条件依赖性(杨婵等ꎬ ２０１８)ꎮ 这种差异性导

致非创始人 ＣＥＯ 的控制权强度显著弱于创始人 ＣＥＯꎮ 一方面ꎬ 家族成员通过持股比例、 董事会席位

占比等保留核心产权与治理权力ꎬ 对非创始人 ＣＥＯ 形成控制权制衡ꎻ 另一方面ꎬ 家族企业对社会情

感财富的保护动机使非创始人 ＣＥＯ 在战略决策中需兼顾家族利益ꎬ 难以完全自主行使决策权(单蒙

蒙等ꎬ ２０２３)ꎮ 因此ꎬ 非创始人 ＣＥＯ 的这种“弱控制权”特征ꎬ 使其成为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权力

均衡分布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键情境调节因素ꎮ
具体而言ꎬ 当创始人担任 ＣＥＯ 时ꎬ 家族企业内部权力结构会表现为“以创始人为中心”ꎬ 即使高

管团队形式上实现权力均衡ꎬ 家族高管仍可能因创始人权威而产生“控制权防御”动机———担心风险

决策稀释家族控制权ꎬ 进而暗中抵制或干预决策ꎮ 此时ꎬ 权力均衡的制衡效应被创始人的强控制权

削弱ꎬ 难以有效提升风险承担水平ꎮ 而非创始人 ＣＥＯ 打破了“创始人￣家族高管”的权力同盟———非

创始人 ＣＥＯ 缺乏绝对产权权力ꎬ 无法为家族高管提供权力庇护ꎬ 此时的高管团队通过家族高管与非

家族高管的权力制衡实现决策的合理性与全面性(Ｐａｔ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ꎬ ２０１４)ꎮ 例如ꎬ 当非家族高管提

出风险投资方案时ꎬ 非创始人 ＣＥＯ 在权力均衡下更可能推动方案讨论ꎬ 而不是像创始人 ＣＥＯ 那样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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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直接否决ꎬ 从而强化权力均衡对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 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３: 非创始人 ＣＥＯ 在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风险承担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ꎬ 即

非创始人 ＣＥＯ 会强化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影响ꎮ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P0�K��
�=�� ���D�MK��

L���$&0

图 １　 理论模型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４ 年我国沪深 Ａ 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ꎮ 从 ＣＳＭＡＲ 中选

择“家族企业”数据库ꎬ 并基于以下条件进行家族企业样本筛选(严若森和赵亚莉ꎬ ２０２２):
(１)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追溯为家族企业或家族成员ꎻ
(２)至少有两名家族成员担任董事、 高管或监事等职务ꎻ
(３)家族成员持有的控制权比例应高于 １０％ꎻ
(４)剔除∗ＳＴ、 ＳＴ 类股票ꎬ 暂停上市或退市以及金融保险行业的企业ꎻ
(５)剔除所需数据缺失的企业ꎮ
此外ꎬ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分布、 数字化转型及风险承担等数据均由作者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企业年报等手工整理得出ꎮ 对于连续变量在 ５％和 ９５％分位上做缩尾处理ꎬ 经匹配后共获得 １３３６１ 个

公司￣年观测值ꎮ

３􀆰 ２　 变量测量及说明

３􀆰 ２􀆰 １　 被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ＤＴ)ꎮ 本文参照吴非等(２０２１)的研究ꎬ 通过识别、 提取和汇总上市公司年报中有关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来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ꎮ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进行结构化分类ꎬ 形成了“数
字技术层面”和“技术应用层面”两类关键词ꎮ 数字技术层面按照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以及区块

链四个方面对关键词进行了构建区分ꎬ 技术应用层面则归纳了数字技术在实践中应用的相关关键词ꎮ
对年报中涉及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进行检索、 匹配和词频统计并加总ꎬ 由于该类数据具有典型的“右
偏性”特征ꎬ 因此用对加总后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加 １ 后取对数来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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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解释变量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ｐｏｗｅｒ)ꎮ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２)提出了高管团队权力的四个维度: 结构性权

力、 所有权权力、 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ꎮ 本文参考 Ｐａｔｅｌ 和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４)以及段梦然等(２０２１)的研究

对四个维度的权力分别选取不同的指标来构建ꎮ 其中结构性权力以在组织中职位头衔的数量、 薪酬、
是否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来衡量ꎻ 所有权权力为高管持有公司股份数ꎻ 声望权力以学历、 兼任其他

公司董事数量来衡量ꎻ 专家权力以任职年限、 是否有高级职称以及学术背景来衡量ꎻ 其中高级职称

包括高级工程师、 高级会计师、 高级经济师、 教授、 副教授、 研究员等ꎻ 学术背景指的是在高校、
科研机构或者协会从事研究的经历ꎬ 并对学历赋值ꎬ 博士取 ５ꎬ 硕士取 ４ꎬ 本科取 ３ꎬ 大专取 ２ꎬ 高中

或者中专取 １ꎮ
在区分了高管团队成员是否为家族成员的身份后ꎬ 编码计算出家族高管所持职位数量占高管团

队总职位数量的比例(ｐ１)、 家族高管的薪酬占高管总薪酬的比例(ｐ２)、 家族高管持董事会席位占董

事会中高管团队成员的比例(ｐ３)、 家族高管持有公司股份数占高管团队所持总股份数的比例( ｐ４ )、
家族高管任职年限占高管团队总任职年限的比例(ｐ５)、 家族高管具有高级职称人数占高管团队具有

高级职称总人数的比例(ｐ６)、 家族高管具有学术背景人数占高管团队具有学术背景总人数的比例

(ｐ７)、 家族高管学历评级占高管团队学历总评级的比例(ｐ８)、 家族高管兼任其他公司董事数占高管

团队兼任其他公司董事总数的比例(ｐ９)ꎮ
本文借鉴 Ｐａｔｅｌ 和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４)的研究ꎬ 基于观察的比例与理想比例 ０􀆰 ５(代表相等的权力分配)

的偏差程度来测量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ꎮ 具体公式如下:

ｐｏｗｅｒ ＝ １ － Ｄｏｒｄ
Ｄｍａｘ

ｏｒｄ
＝ １ －

∑ｎ

ｉ ＝ １
(ｐｉ － ０􀆰 ５)２

ｎ / ４
ｐｏｗｅｒ 指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ꎬ 值越大表示权力分布越均衡ꎻ Ｄｏｒｄ 是家族高管的九个权力组成

部分序数变化的综合性指标ꎬ Ｐｉ 是观测到的家族高管权力占高管团队权力的比例ꎻ Ｄｍａｘ
ｏｒｄ 是理论上序

数变化的最大值ꎬ ｎ 是权力构成的种类数量ꎮ
３􀆰 ２􀆰 ３　 中介变量

风险承担(ｒｉｓｋ)ꎮ 风险承担水平借鉴李思飞等(２０２３)的方法ꎬ 采用公司盈利能力波动性来衡量ꎮ
ｒｉｓｋｉꎬ ｔ ＝

１
Ｔ － １∑

ｒ

ｔ －１
ａｄｊ＿ＲＯＡｉꎬ ｔ －

１
Ｔ∑

１

ｔ －１
ａｄｊ＿ＲＯＡｉꎬ ｔ

æ
è
ç

ö
ø
÷

２ ꎬ Ｔ ＝ ３
其中ꎬ ａｄｊ＿ＲＯＡ 表示经过同行业同年度平均值调整后的总资产净利率ꎬ 本文以 ３ 年作为一个观

测时段进行滚动取值并计算标准差ꎬ ｒｉｓｋ 越大表示风险承担水平越高ꎮ
３􀆰 ２􀆰 ４　 调节变量

非创始人 ＣＥＯ(ｎｆｏｕ＿ＣＥＯ)ꎮ 将非创始人 ＣＥＯ 设置为虚拟变量ꎬ ＣＥＯ 由非创始人担任赋值为 １ꎬ
由创始人担任则赋值为 ０ꎮ

３􀆰 ２􀆰 ５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陈元等ꎬ ２０２３ꎻ 李思飞等ꎬ ２０２３ꎻ 张翠子等ꎬ ２０２３)ꎬ 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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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企业年龄(ａｇｅ)、 账面市值比(ｂｍ)、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固定资产占比( ｆｉｘｅｄ)、 股

权集中度 ( ｏｃ)、 高管团队规模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 高管团队平均年龄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 )、 两权背离度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和独董比例(ｉｎｄｄｉｒ)ꎬ 采用个体(ＩＤ)、 年份(ｙｅａｒ)和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固定效应ꎬ 其中行

业分类基于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２０１２)进行划分ꎮ 变量定义见表 １ꎮ

表 １ 变 量 定 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 量 定 义

自变量 ｐｏｗｅｒ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 家族高管各权力指标占高管团队总数的比例

因变量 ＤＴ 数字化转型
对年报中涉及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进行检索、 匹配和词频统

计并加总ꎬ 对加总后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加 １ 后取对数

中介变量 ｒｉｓｋ 风险承担 以 ３ 年作为一个观测时段进行 ＲＯＡ 的滚动取值并计算标准差

调节变量 ｎｆｏｕ＿ＣＥＯ 非创始人 ＣＥＯ ＣＥＯ 由非创始人担任赋值为 １ꎬ 由创始人担任则赋值为 ０

控制变量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ｌｎ(１＋企业总资产)
ａｇｅ 企业年龄 企业从开办起的年龄

ｂｍ 账面市值比 账面价值与总市值的比值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总资产

ｆｉｘｅｄ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净额和资产总额的比值

ｏｃ 股权集中度 第 ２~５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高管团队规模 高管团队总人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 高管团队平均年龄 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两权背离度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所有权的背离程度

ｉｎｄｄｉｒ 独董比例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

３􀆰 ３　 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ꎬ 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ＤＴｉꎬ ｔ ＝ α０ ＋ α１ｐｏｗｅｒｉꎬ ｔ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ꎬ ｔ ＋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δｉꎬ ｔ

为了验证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 风险承担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ꎬ 本文构建了以

下模型:
ｒｉｓｋｉꎬ ｔ ＝ α０ ＋ α１􀅰ｐｏｗｅｒｉꎬ ｔ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ꎬ ｔ ＋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δｉꎬ ｔ

ＤＴｉꎬ ｔ ＝ α０ ＋ α１􀅰ｐｏｗｅｒｉꎬ ｔ ＋ α２􀅰ｒｉｓｋｉꎬ ｔ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ꎬ ｔ ＋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δｉꎬ ｔ

为了验证非创始人 ＣＥＯ 在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ꎬ 本文

构建了以下模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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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ｉꎬ ｔ ＝ α０ ＋ α１􀅰ｐｏｗｅｒｉꎬ ｔ ＋ α２􀅰ｎｆｏｕ＿ＣＥＯｉꎬ ｔ ＋ α３􀅰ｐｏｗｅｒｉꎬ ｔ × ｎｆｏｕ＿ＣＥＯｉꎬ ｔ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ꎬ ｔ ＋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δｉꎬ ｔ

其中ꎬ ｉ＝ １ꎬ ２ꎬ ３ꎬ ４􀆺为方程截距ꎬ αｉ 为回归系数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ꎮ

４􀆰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４􀆰 １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在对数据进行筛选处理之后ꎬ 共获得 ２０１０—２０２４ 年的 １３３６１ 个观测值ꎬ 如表 ２ 所示ꎮ 数字化转

型(ＤＴ)的均值、 中位数和标准差分别为 １􀆰 ５８９、 １􀆰 ３８６ 和 １􀆰 ４１４ꎬ 数字化转型的均值高于中位数ꎬ 这

说明家族企业倾向于保持一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ꎬ 其中ꎬ 数字化转型水平最高的企业达到了 ６􀆰 ３０１ꎮ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ｐｏｗｅｒ)均值为 ０􀆰 ３４０ꎬ 最小值为 ０􀆰 ０００ꎬ 最大值为 ０􀆰 ８４０ꎬ 这与其他研究家族

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韦笑和陈凌ꎬ ２０２４ꎻ 严若森和赵亚莉ꎬ ２０２２)ꎮ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 １３３６１ ０􀆰 ３４０ ０􀆰 ３７８ ０􀆰 ２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８４０
数字化转型 １３３６１ １􀆰 ５８９ １􀆰 ３８６ １􀆰 ４１４ ０􀆰 ０００ ６􀆰 ３０１
风险承担 １３３６１ ０􀆰 ２９３ ０􀆰 ０１６ １􀆰 １２３ ０􀆰 ０００ ２０􀆰 ３８９

非创始人 ＣＥＯ １３３６１ ０􀆰 ４４６ ０􀆰 ０００ ０􀆰 ４９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企业年龄 １３３６１ ２􀆰 ８８５ ２􀆰 ９４４ ０􀆰 ３６７ ０􀆰 ６９３ ４􀆰 ２０５
企业规模 １３３６１ ２１􀆰 ８３９ ２１􀆰 ６９５ １􀆰 ０６４ １８􀆰 ７６ ２７􀆰 ３８７

账面市值比 １３３６１ ０􀆰 ５８２ ０􀆰 ５９３ ０􀆰 ２３７ ０􀆰 ０００ １􀆰 ５７１
资产负债率 １３３６１ ０􀆰 ３６０ ０􀆰 ３４７ ０􀆰 １８５ ０􀆰 ００８ １􀆰 ６１８

固定资产占比 １３３６１ ０􀆰 １９５ ０􀆰 １７６ ０􀆰 １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８７２
高管团队规模 １３３６１ ６􀆰 １４２ ６􀆰 ０００ ２􀆰 ２７８ １􀆰 ０００ ２３􀆰 ０００

高管团队平均年龄 １３３６１ ４８􀆰 ７１０ ４８􀆰 ６８０ ３􀆰 ３１６ ３６􀆰 ０００ ６３􀆰 ８８０
股权集中度 １３３６１ ３０􀆰 ４２１ ３０􀆰 １４０ １６􀆰 ８１２ ０􀆰 ０３９ ９９􀆰 ０００
两权背离度 １３３６１ ０􀆰 ７５０ ０􀆰 ９００ ０􀆰 ３１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独董比例 １３３６１ ０􀆰 ３８１ ０􀆰 ３７５ ０􀆰 ０５４ ０􀆰 １６７ ０􀆰 ７５０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后ꎬ 再对所涉及的全部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ꎬ 以初步了解变量之

间的相关性ꎬ 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通过观察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ꎬ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各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强弱不一ꎮ 并且我们观察到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样本在 １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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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高
管
团
队
权
力
均
衡
分
布
与
数
字
化
转
型
样
本
的

Ｐｅ
ａｒ
ｓｏ
ｎ
相
关
性
分
析
(Ｎ

＝ １
３３
６１
)

Ｖａｒ
ｉａｂ

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４
)

(１)
ＤＴ

１􀆰０
００

(２)
ｐｏｗ

ｅｒ
０􀆰０

２７∗
１􀆰０

００
(３)

ｒｉｓｋ
０􀆰１

０７∗
０􀆰０

５４∗
１􀆰０

００
(４)

ｎｆｏ
ｕ＿Ｃ

ＥＯ
－ ０􀆰

０５２
∗

－ ０􀆰
５９０

∗
－ ０􀆰

０１５
１􀆰０

００
(５)

ａｇｅ
０􀆰１

３４∗
－ ０􀆰

０２８
∗

０􀆰１
７４∗

０􀆰０
２７∗

１􀆰０
００

(６)
ｓｉｚｅ

０􀆰１
４４∗

－ ０􀆰
１１３

∗
０􀆰０

８６∗
０􀆰１

４３∗
０􀆰２

３８∗
１􀆰０

００
(７)

ｂｍ
－ ０􀆰

０６３
∗

－ ０􀆰
０３８

∗
０􀆰０

２７∗
０􀆰０

５９∗
０􀆰０

８６∗
０􀆰３

６１∗
１􀆰０

００
(８)

ｌｅｖ
０􀆰０

６１∗
－ ０􀆰

１１１
∗

０􀆰０
５９∗

０􀆰０
９４∗

０􀆰１
５４∗

０􀆰４
８２∗

０􀆰２
１２∗

１􀆰０
００

(９)
ｆｉｘｅ

ｄ
－ ０􀆰

２３５
∗

－ ０􀆰
００８

０􀆰０
４７∗

０􀆰０
１３

０􀆰０
７４∗

０􀆰０
７５∗

０􀆰０
１７∗

０􀆰１
１１∗

１􀆰０
００

(１０
)ｅ

ｘｅｃ
ｕｔｉｖ

ｅｓ
０􀆰０

６３∗
０􀆰０

３１∗
－ ０􀆰

０１１
０􀆰０

２６∗
－ ０􀆰

０１３
０􀆰２

１７∗
０􀆰０

３６∗
０􀆰０

５６∗
０􀆰０

０６
１􀆰０

００
(１１

)ａ
ｖｅｒ

ａｇｅ
ａｇｅ

０􀆰０
２１∗

－ ０􀆰
００２

０􀆰１
０７∗

０􀆰０
６８∗

０􀆰３
４２∗

０􀆰２
４２∗

０􀆰０
９３∗

０􀆰０
７１∗

０􀆰０
８４∗

０􀆰０
１４

１􀆰０
００

(１２
)ｏ

ｃ
－ ０􀆰

１６８
∗

－ ０􀆰
０１１

－ ０􀆰
４３３

∗
－ ０􀆰

０２０
∗

－ ０􀆰
２４９

∗
－ ０􀆰

１４２
∗

－ ０􀆰
０７２

∗
－ ０􀆰

０９１
∗

－ ０􀆰
０２８

∗
－ ０􀆰

０２４
∗

－ ０􀆰
１５９

∗
１􀆰０

００
(１３

)ｓ
ｅｐａ

ｒａｔｉ
ｏｎ

－ ０􀆰
０７５

∗
０􀆰０

６２∗
－ ０􀆰

５４８
∗

－ ０􀆰
０７７

∗
－ ０􀆰

２１７
∗

－ ０􀆰
２２３

∗
－ ０􀆰

１００
∗

－ ０􀆰
１２４

∗
－ ０􀆰

１０６
∗

０􀆰０
０２

－ ０􀆰
２４２

∗
０􀆰４

１５∗
１􀆰０

００
(１４

)ｉ
ｎｄｄ

ｉｒ
０􀆰０

６７∗
０􀆰０

４５∗
０􀆰０

３２∗
－ ０􀆰

１１１
∗

０􀆰０
４８∗

－ ０􀆰
０４３

∗
－ ０􀆰

０３７
∗

０􀆰０
１７

０􀆰０
０５

－ ０􀆰
０９８

∗
－ ０􀆰

０５３
∗

０􀆰０
３３∗

０􀆰０
４０∗

１􀆰０
００

　　
注

:∗
表

示
ｐ<０

􀆰１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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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现出弱的正相关关系ꎮ 这一发现与本文最初设想的观点相同ꎮ 但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主要关注的

是两两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ꎬ 而没有考虑到对其他相关变量的控制ꎮ 因此ꎬ 为了更全面地验证高管

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ꎬ 我们引入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ꎮ

４􀆰 ２　 回归分析

４􀆰 ２􀆰 １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

表 ４ 中的列(１)报告了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ꎬ 列(２)报告了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

衡分布对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结果ꎮ 回归结果显示ꎬ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对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β＝ ０􀆰 ２２２ꎬ ｐ＝ ０􀆰 ０００)ꎬ 这表明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ꎬ Ｈ１
得到验证ꎮ

４􀆰 ２􀆰 ２　 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

表 ４ 中的列(３) ~ (４)报告了风险承担中介效应的回归检验结果ꎮ 其中第(３)列结果显示 ｐｏｗｅｒ 与
ｒｉｓｋ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β＝ ０􀆰 ２７８ꎬ ｐ ＝ ０􀆰 ０００)ꎬ 支持 Ｈ２ａꎻ 第(４)列结果显示 ｐｏｗｅｒ 与 ＤＴ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β ＝ ０􀆰 ２１５ꎬ ｐ ＝ ０􀆰 ０００)ꎬ 且其绝对值小于表 ４ 第(２)列中 ｐｏｗｅｒ 系数的绝对

值ꎬ 同时 ｒｉｓｋ 的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正(β＝ ０􀆰 ０２３ꎬ ｐ＝ ０􀆰 ０６８)ꎬ 支持 Ｈ２ｂꎮ 以上结果说明风险

承担在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中介效应ꎬ Ｈ２ 得到验证ꎮ
４􀆰 ２􀆰 ３　 非创始人 ＣＥＯ 的调节效应

表 ４ 中的列(５)报告了非创始人 ＣＥＯ 调节效应的回归检验结果ꎮ 结果显示ꎬ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

分布与非创始人 ＣＥＯ 的交乘项( ｐｏｗｅｒ ×ｎｆｏｕ＿ＣＥＯ)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β ＝ ０􀆰 １９９ꎬ ｐ ＝
０􀆰 ０２０)ꎬ 因此ꎬ Ｈ３ 通过检验ꎮ

表 ４ 回归分析结果

(１)
ＤＴ

(２)
ＤＴ

(３)
ｒｉｓｋ

(４)
ＤＴ

(５)
ｒｉｓｋ

ｐｏｗｅｒ ０􀆰 ２２２∗∗∗

(４􀆰 ４３１)
０􀆰 ２７８∗∗∗

(８􀆰 １９６)
０􀆰 ２１５∗∗∗

(４􀆰 ２９１)
０􀆰 ２７１∗∗∗

(３􀆰 ９７６)
ｒｉｓｋ ０􀆰 ０２３∗

(１􀆰 ８２５)
ｎｆｏｕ＿ＣＥＯ ０􀆰 ０１３

(０􀆰 ３７６)
ｐｏｗｅｒ×ｎｆｏｕ＿ＣＥＯ ０􀆰 １９９∗∗

(２􀆰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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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ＤＴ

(２)
ＤＴ

(３)
ｒｉｓｋ

(４)
ＤＴ

(５)
ｒｉｓｋ

ａｇｅ －０􀆰 ０７１∗∗

(－２􀆰 ０１９)
－０􀆰 ０６６∗

(－１􀆰 ９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５９０)
－０􀆰 ０６６∗

(－１􀆰 ８９４)
－０􀆰 ０１５

(－０􀆰 ６３２)
ｓｉｚｅ ０􀆰 １７２∗∗∗

(１３􀆰 ９０５)
０􀆰 １７６∗∗∗

(１４􀆰 ２０３)
－０􀆰 ０１９∗∗

(－２􀆰 ２０８)
０􀆰 １７６∗∗∗

(１４􀆰 ２３７)
－０􀆰 ０２１∗∗

(－２􀆰 ４９１)
ｂｍ －０􀆰 ４０２∗∗∗

(－８􀆰 ０１２)
－０􀆰 ４０４∗∗∗

(－８􀆰 ０６５)
－０􀆰 １６６∗∗∗

(－４􀆰 ８８３)
－０􀆰 ４００∗∗∗

(－７􀆰 ９８１)
－０􀆰 １６８∗∗∗

(－４􀆰 ９４８)
ｌｅｖ ０􀆰 １４９∗∗

(２􀆰 ３０１)
０􀆰 １６２∗∗

(２􀆰 ５０１)
０􀆰 １６０∗∗∗

(３􀆰 ６５４)
０􀆰 １５８∗∗

(２􀆰 ４４２)
０􀆰 １６１∗∗∗

(３􀆰 ６６８)
ｆｉｘｅｄ －１􀆰 ９４５∗∗∗

(－２１􀆰 ７７６)
－１􀆰 ９４０∗∗∗

(－２１􀆰 ７４４)
－０􀆰 ０４４

(－０􀆰 ７２８)
－１􀆰 ９３９∗∗∗

(－２１􀆰 ７３４)
－０􀆰 ０４８

(－０􀆰 ７８８)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０􀆰 ０１９∗∗∗

(４􀆰 １８３)
０􀆰 ０１８∗∗∗

(３􀆰 ９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７)
０􀆰 ０１８∗∗∗

(３􀆰 ９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 －０􀆰 ０２１∗∗∗

(－６􀆰 ３５１)
－０􀆰 ０２２∗∗∗

(－６􀆰 ４８６)
－０􀆰 ００４∗

(－１􀆰 ７０５)
－０􀆰 ０２２∗∗∗

(－６􀆰 ４５９)
－０􀆰 ００５∗∗

(－１􀆰 ９８７)
ｏｃ －０􀆰 ００５∗∗∗

(－６􀆰 ２７２)
－０􀆰 ００５∗∗∗

(－６􀆰 ２２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５)
－０􀆰 ００５∗∗∗

(－６􀆰 ２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６)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７７

(－１􀆰 ５１７)
－０􀆰 ０９４∗

(－１􀆰 ８４０)
－０􀆰 ０８７∗∗

(－２􀆰 ５０３)
－０􀆰 ０９２∗

(－１􀆰 ８０１)
－０􀆰 ０８２∗∗

(－２􀆰 ３５２)
ｉｎｄｄｉｒ １􀆰 ２２６∗∗∗

(６􀆰 ４７９)
１􀆰 １９２∗∗∗

(６􀆰 ２９８)
０􀆰 １５２

(１􀆰 １８０)
１􀆰 １８９∗∗∗

(６􀆰 ２８０)
０􀆰 １９９

(１􀆰 ５４９)
Ｉ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 ７４２∗∗

(－２􀆰 ４０４)
－０􀆰 ８６８∗∗∗

(－２􀆰 ８００)
０􀆰 ８８９∗∗∗

(４􀆰 ２３０)
－０􀆰 ８８９∗∗∗

(－２􀆰 ８６５)
０􀆰 ９３８∗∗∗

(４􀆰 ４３６)
Ｎ １３３６１ １３３６１ １３３６１ １３３６１ １３３６１
Ｒ２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８ ０􀆰 ５１７ ０􀆰 ３３９ ０􀆰 ５１９
Ｆ ８７􀆰 ８２０ ８１􀆰 ７３３ １１􀆰 ２２２ ７５􀆰 ２１２ １１􀆰 ８３５

　 　 注: ∗∗∗表示 ｐ<０􀆰 ０１ꎬ ∗∗表示 ｐ<０􀆰 ０５ꎬ ∗表示 ｐ<０􀆰 １０ꎬ 下同ꎮ

４􀆰 ３　 稳健性检验

４􀆰 ３􀆰 １　 滞后效应

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ꎬ 以缓解因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 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 滞后

一期的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的系数为 ０􀆰 ２３０ꎬ 在 １％水平下核心结论仍然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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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滞后效应 ＰＳＭ 检验

改变被解释变量
的衡量方式

改变样本年份 更换回归方式

ＤＴ ＤＴ ＤＴ ＤＴ ＤＴ
Ｌ􀆰 ｐｏｗｅｒ ０􀆰 ２３０∗∗∗

(３􀆰 ９２０)
ｐｏｗｅｒ ０􀆰 ２５８６∗∗

(２􀆰 １９６１)
０􀆰 ００２∗

(１􀆰 ６４８)
０􀆰 ２４５∗∗∗

(４􀆰 ５４１)
０􀆰 ３１１∗∗∗

(４􀆰 ５７５)
ａｇｅ －０􀆰 ０７８∗

(－１􀆰 ８９２)
－０􀆰 ０７６７

(－０􀆰 ８６６２)
０􀆰 ０００

(０􀆰 １６７)
－０􀆰 ０９５∗∗

(－２􀆰 ３５５)
－０􀆰 １０４∗∗

(－２􀆰 １３４)
ｓｉｚｅ ０􀆰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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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２　 安慰剂检验

为了更好地解决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 本文还采取了安慰剂检验的方法缓解潜在遗

漏变量对研究结论产生干扰的问题ꎮ 具体地ꎬ 本文将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

数据进行随机匹配ꎬ 重复上述随机过程 ５００ 次ꎬ 将 ５００ 个估计系数和 ｐ 值的分布情况绘制成图ꎮ 结果

如图 ２、 图 ３ 所示ꎬ 经过随机处理后ꎬ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的回归系数主要集中在 ０ 附近ꎬ 且大部

分估计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ꎬ 均与基准结果存在显著差异ꎮ 综上所述ꎬ 本研究的回归结果并不是由不可观

测因素导致的ꎬ 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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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回归系数的安慰剂结果 图 ３　 ｐ 值的安慰剂结果

４􀆰 ３􀆰 ３　 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

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ꎬ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进行检验ꎮ 首先根

据是否大于等于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的中位数构建分组变量ꎬ 大于或等于中位数赋值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ꎮ 在此基础上ꎬ 依据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企业年龄(ａｇｅ)、 账面市值比(ｂｍ)、 资产负债率(ｌｅｖ)、 固定

资产占比(ｆｉｘｅｄ)、 高管团队规模(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高管团队平均年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 股权集中度( ｏｃ)、
两权背离度(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独董比例(ｉｎｄｄｉｒ)等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ꎬ 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ꎬ 匹配后协变

量不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然后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ꎬ 其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

布(ｐｏｗｅｒ)对数字化转型(ＤＴ)的系数仍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 进一步佐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ꎮ

表 ６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误

(％)
标准误绝对

值减少(％)
Ｔ 检验

Ｔ 值 ｐ 值

ａｇｅ 未匹配 ２􀆰 ８８１９ ２􀆰 ８８７２ －１􀆰 ５
匹配 ２􀆰 ８８２ ２􀆰 ８８０６ ０􀆰 ７ ５４􀆰 ５ －０􀆰 ８５ ０􀆰 ３９８

０􀆰 ３９０ ０􀆰 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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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样本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误

(％)
标准误绝对

值减少(％)
Ｔ 检验

Ｔ 值 ｐ 值

ｓｉｚｅ 未匹配 ２１􀆰 ７４４ ２１􀆰 ９３４ －１８􀆰 ０
匹配 ２１􀆰 ７４ ２１􀆰 ７５ －０􀆰 ９ ９４􀆰 ４

－１０􀆰 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６０ ０􀆰 ５４８

ｂｍ 未匹配 ０􀆰 ５７５７５ ０􀆰 ５８７６９ －５􀆰 ０
匹配 ０􀆰 ５７５５４ ０􀆰 ５７４６６ ０􀆰 ３ ９４􀆰 １

－２􀆰 ９１ ０􀆰 ００４
０􀆰 １７０ ０􀆰 ８６３

ｌｅｖ 未匹配 ０􀆰 ３４５０９ ０􀆰 ３７５３７ －１６􀆰 ５
匹配 ０􀆰 ３４４８ ０􀆰 ３４３１８ ０􀆰 ９ ９４􀆰 ５

－９􀆰 ５１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 ０􀆰 ５９３

ｆｉｘｅｄ 未匹配 ０􀆰 １９３６４ ０􀆰 １９５８１ －１􀆰 ７
匹配 ０􀆰 １９３４４ ０􀆰 １９５０６ －１􀆰 １ ３６􀆰 ２

－０􀆰 ９９ ０􀆰 ３２０
－０􀆰 ６４ ０􀆰 ５２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未匹配 ６􀆰 １３１４ ６􀆰 １５３３ －１􀆰 ０
匹配 ６􀆰 １３３ ６􀆰 １５４ －０􀆰 ９ ４􀆰 １

－０􀆰 ５５ ０􀆰 ５７９
－０􀆰 ５２ ０􀆰 ６０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 未匹配 ４８􀆰 ７２４ ４８􀆰 ６９５ ０􀆰 ９
匹配 ４８􀆰 ７２１ ４８􀆰 ７４ －０􀆰 ６ ３４􀆰 ２ ０􀆰 ４９ ０􀆰 ６２３

－０􀆰 ３２ ０􀆰 ７４６

ｏｃ 未匹配 ３０􀆰 ００５ ３０􀆰 ８４ －５􀆰 ０
匹配 ２９􀆰 ９８２ ３０􀆰 １２ －０􀆰 ８ ８３􀆰 ３

－２􀆰 ８６ ０􀆰 ００４
－０􀆰 ４９ ０􀆰 ６２５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未匹配 ０􀆰 ７５８５９ ０􀆰 ７４２ ５􀆰 ４
匹配 ０􀆰 ７５８６６ ０􀆰 ７６３ －１􀆰 ３ ７５􀆰 ３ ３􀆰 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７７ ０􀆰 ４４１

ｉｎｄｄｉｒ 未匹配 ０􀆰 ３８２７５ ０􀆰 ３７８５６ ７􀆰 ８
匹配 ０􀆰 ３８２７９ ０􀆰 ３８２９８ －０􀆰 １ ９８􀆰 ６ ４􀆰 ５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 ０􀆰 ９５１

４􀆰 ３􀆰 ４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ꎬ 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ꎬ 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ꎮ
①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ꎮ 借鉴杨伟和汪文杰(２０２４)的研究ꎬ 使用数字化转型词汇总词频占年

报总词频的比例作为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指标ꎮ ②改变样本年份ꎮ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十二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表明我国数字技术自 ２０１２ 年之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且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性日益提高(张蔼容和胡珑瑛ꎬ ２０２３)ꎮ 因此本文将样本年份调整至 ２０１３—２０２４ 年进行回归分析ꎮ ③
更换回归方式ꎮ 因为样本中超过 １ / ４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为 ０ꎬ 因此采用截尾回归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检验主

效应回归结果ꎮ 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ꎬ
说明结论是稳健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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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５􀆰 １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能力￣意愿”悖论视角ꎬ 探讨了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ꎬ
风险承担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ꎬ 以及非创始人 ＣＥＯ 对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与风险承担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家族高管和非家族高管的权力均衡分布不仅能够促进家族企

业数字化进程ꎬ 还能够通过提高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ꎬ 进而促进

企业数字化转型ꎮ 该结论证明了家族企业能够通过适当限制其“能力”来提升“意愿”ꎬ 从而打破“能
力￣意愿”悖论ꎮ 但是权力均衡分布并不意味着家族全面让渡控制权ꎬ 而是家族凭借股权架构、 治理

安排与关键治理席位ꎬ 掌控企业战略、 核心资源配置与长期发展方向ꎬ 从根本上维系家族战略裁量

权ꎬ 实现转型能力的稳定保留ꎻ 同时家族适度开放经营性与执行性决策权限ꎬ 吸纳非家族高管的专

业优势ꎬ 构建风险共担机制ꎬ 以此缓解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顾虑与转型风险恐惧ꎬ 进而激

活转型意愿ꎬ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ꎮ
这进一步说明ꎬ 权力均衡分布并非简单的“五五分”ꎬ 虽然本文“权力均衡分布”指标的测量参照

Ｐａｔｅｌ 等(２０１４)的方法ꎬ 以 ０􀆰 ５ 作为理论上的绝对均等参照点ꎬ 但最优均衡状态并非越接近 ０􀆰 ５ 越好ꎬ
而是出现在某个区间内: 在这一区间ꎬ 家族仍保持相对权力优势以维系核心控制力(保留转型能力)ꎬ
同时非家族高管获得足够话语权以提升风险承担与转型动力(激活转型意愿)ꎮ 因此ꎬ 准确来说ꎬ 当

权力结构从家族单边垄断ꎬ 逐步进入“家族适度主导、 非家族高管有效制衡”的非对称均衡区间时ꎬ
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显著提高ꎮ

但是ꎬ 高管团队中家族与非家族成员的权力均衡模式同样存在潜在治理成本ꎮ 一方面ꎬ 权力均

衡分布可能增加决策效率损耗ꎬ 提升决策成本ꎮ 相较于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单向决策模式ꎬ 权力均衡

分布意味着多元治理主体相互制衡ꎬ 这容易增加沟通协调成本ꎬ 拉长决策周期ꎬ 甚至引发议而不决、
行动滞后等治理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 权力均衡分布还可能导致权责模糊ꎬ 引发治理隐患ꎮ 权力均衡分

布若缺乏清晰的权责划分与制度约束ꎬ 容易出现责任稀释、 相互推诿的问题ꎬ 从而侵蚀组织的信任

基础ꎬ 增加家族企业的治理成本ꎮ
进一步来看ꎬ 权力均衡分布破解“能力￣意愿”悖论、 赋能数字化转型的正向效应并不适用于所有

类型的家族企业ꎬ 而是存在明显的情境边界ꎬ 对边界条件的关注不足可能影响结论在不同企业、 不

同区域或不同行业的解释力度ꎮ 本研究仅针对家族企业内部 ＣＥＯ 特征探讨了这一治理模式的适用边

界ꎬ 研究结果表明ꎬ 在非创始人担任 ＣＥＯ 的情境下ꎬ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对风险承担的

影响更强ꎮ 未来更多的适用边界有待进一步发掘ꎮ 例如ꎬ 从企业内部而言ꎬ 家族成员两职合一、 高

管团队信任水平等都可能影响权力均衡分布的效果ꎮ 另外ꎬ 从外部环境来看ꎬ 企业所处行业的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外部制度完善程度等ꎬ 也可能左右权力均衡分布与数

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ꎮ
８１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６ 年卷第 ５ 辑 (总第 ６８ 辑)



综上所述ꎬ 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是兼具收益与成本的折中治理安排ꎮ “执两用中”的均衡治理

价值ꎬ 建立在核心权力边界清晰、 权责制度完善、 情境条件匹配的基础之上ꎮ 企业不能盲目照搬权

力均衡分布模式ꎬ 而应结合自身产权特征、 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ꎬ 动态优化高管权力配置结构ꎬ 在

治理效率与变革活力之间寻求适配性平衡ꎮ

５􀆰 ２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首先ꎬ 本文基于综合性权力的视角深化了家族企业高

管团队权力的相关研究ꎮ 以往家族企业的权力相关研究大多围绕所有权权力或结构性权力展开(韦笑

和陈凌ꎬ ２０２４ꎻ Ｐａｔ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ꎬ ２０１４ꎻ Ｋｅｒ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ꎬ 但权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ꎬ 在实践中

管理者往往多种权力并存ꎬ 对多个维度的权力的综合研究能够更好地彰显权力的综合影响ꎮ 因此ꎬ
本文通过探讨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中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的综合性的权力分布如何影响数字化

转型ꎬ 拓宽了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的研究范畴和解释边界ꎬ 深化了对家族高管和非家族高管两个

群体之间的权力均衡分布影响企业战略的理解ꎬ 同时也对理解家族企业的战略选择有重要的意义ꎮ
其次ꎬ 本文突破了家族或非家族的单一视角ꎬ 从家族与非家族高管权力均衡分布这一双重视角

探究了其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ꎬ 拓展了家族企业治理的相关研究ꎮ 目前关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治理或非家族治理等单一层面(何轩等ꎬ ２０２３ꎻ 马骏和孟繁博ꎬ ２０２４ꎻ 陈元

等ꎬ ２０２３)ꎬ 忽视了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权力的博弈ꎮ 本研究通过关注家族高管与非家族高管

之间权力分布的影响ꎬ 进一步证实了家族与非家族权力均衡状态下的治理效果最佳ꎬ 不仅呼应了 Ｐａｎ
等(２０２３)的观点ꎬ 即在适度的家族管理涉入时ꎬ 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最高ꎬ 为提升家族企业

数字化转型水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ꎬ 也为家族企业治理走向专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最后ꎬ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打破家族企业创新的“能力￣意愿”悖论ꎮ 在家族企业研究领域ꎬ

“能力￣意愿”悖论已成为制约家族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ꎬ 如何克服这一悖论是家族企业面临的重

要问题ꎬ 但是现有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不足ꎮ 本文通过揭示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均衡分布对

数字化转型意愿和结果的影响ꎬ 创新性地提出可以通过权力均衡分布适当降低家族企业的自由裁量

权ꎬ 这能够在维持家族企业能力的同时ꎬ 提升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ꎬ 进而提升家族企业的数

字化水平ꎮ 本文不仅推动了家族企业“能力￣意愿”研究ꎬ 也为家族企业打破“能力￣意愿”悖论、 实现

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５􀆰 ３　 管理启示

本文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ꎮ 本研究证实ꎬ 家族企业通过构建“均
衡化”高管权力架构ꎬ 可以平衡“能力保留”与“意愿激活”ꎬ 因此ꎬ 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可以对

非家族成员适度开放短期经营决策权、 技术方案决策权、 数字化落地执行权等非核心权力ꎬ 这能够

在保留家族对核心资产掌控的同时ꎬ 打破家族成员对决策的垄断ꎬ 确保非家族成员在决策过程中拥

有与家族成员相对平等的地位和影响力ꎬ 激活其创新意愿ꎬ 从而有效推动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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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 家族企业可以聚焦代际更替窗口期ꎬ 强化权力均衡分布对风险承担的催化作用ꎮ 家族企

业交接或引入外部 ＣＥＯ 时ꎬ 是优化权力结构、 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ꎬ 家族企业抓住这一契

机ꎬ 可以打破创始人 ＣＥＯ 的控制权防御ꎬ 避免权力均衡分布流于形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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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ｍｉｌｌｓ [ Ｊ]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２００７ꎬ ５２(１) .

[３１]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ꎬ Ｃ.ꎬ Ｂｅｌｉｔｓｋｉꎬ Ｍ.ꎬ Ｒｅｊｅｂꎬ Ｎ􀆰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２

焦康乐ꎬ 等

执两用中: 家族企业高管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



ｆｉｒｍ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２３ꎬ ６０(４) .
[３２]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ꎬ Ｄ􀆰 Ｃ.ꎬ Ｍａｓｏｎꎬ Ｐ􀆰 Ａ􀆰 Ｕｐｐｅｒ ｅｃｈｅｌ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ｔ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９８４ꎬ ９(２) .
[３３] Ｈｅꎬ Ｑ.ꎬ Ｌａｓｓａｌａꎬ Ｃ.ꎬ Ｃｕｒｒáｓ￣Ｍóｓｔｏｌｅｓꎬ Ｒ􀆰 Ｃ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ＥＯ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２４ꎬ ２０(４) .

[３４] Ｋｅｒａｉꎬ Ａ.ꎬ Ｋｕｍａｒꎬ Ｖ.ꎬ Ｓｉｎｇｌａꎬ 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Ｍ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４) .

[３５] Ｌｅ Ｂｒｅｔｏｎ￣Ｍｉｌｌｅｒꎬ Ｉ.ꎬ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Ｄ.ꎬ Ｌｅｓｔｅｒꎬ Ｒ􀆰 Ｈ􀆰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ｏ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２(３) .

[３６]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Ｄ.ꎬ Ｌｅ Ｂｒｅｔｏｎ￣Ｍｉｌｌｅｒꎬ Ｉ􀆰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Ａ ｂｒｅｅｄ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Ｊ]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５(４) .

[３７] Ｐａｎꎬ Ｘ.ꎬ Ｃｈｅｎꎬ Ｘ.ꎬ Ｑｉｕꎬ Ｓ􀆰 Ｔｈｅ Ｊａｎｕｓ￣ｆａｃ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Ｍ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３(７１) .

[３８] Ｐａｔｅｌꎬ Ｐ􀆰 Ｃ.ꎬ Ｃｏｏｐｅｒꎬ 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ＴＭ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５７(６) .

[３９] Ｐｅｎｇꎬ Ｙ.ꎬ Ｔａｏꎬ Ｃ􀆰 Ｃ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２ꎬ ７(３) .

[４０] Ｐｉｃｏｎｅꎬ Ｐ􀆰 Ｍ.ꎬ Ｄｅ Ｍａｓｓｉｓꎬ Ａ.ꎬ Ｔａｎｇꎬ 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ｓ: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ｂｉ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Ｊ] .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４(１) .

[４１] Ｓｏｌｕｋꎬ Ｊ.ꎬ Ｍｉｒｏｓｈｎｙｃｈｅｎｋｏꎬ Ｉ.ꎬ Ｋａｍｍｅｒｌａｎｄｅｒꎬ Ｎ.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Ｊ]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５(４) .

[４２] ＵＮＣＴＡＤ􀆰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０４￣
１３ ) [ ２０２６￣０５￣０８ ] .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３] Ｗａｎｇꎬ Ｇ.ꎬ Ｌｏｃａｔｅｌｌｉꎬ Ｇ.ꎬ Ｗａｎꎬ Ｊ.ꎬ ｅｔ 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 ｉｎ
ｍｅｇ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９
(４) .

[４４] Ｗｉｓｅｍａｎꎬ Ｒ􀆰 Ｍ.ꎬ Ｃｕｅｖａｓ￣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ꎬ Ｇ.ꎬ Ｇóｍｅｚ￣Ｍｅｊíａꎬ Ｌ􀆰 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９(１) .

[４５] Ｚｏｎａꎬ Ｆ􀆰 ＣＥＯ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ｂｏａｒ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ＣＥＯｓ􀆰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７(３) .

２２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６ 年卷第 ５ 辑 (总第 ６８ 辑)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ＭＴ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Ｊｉａｏ Ｋａｎｇｌｅ　 Ｓｕｎ Ｙｅｄｉ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ｆ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１３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ｌｄ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 ｈｉｇｈ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ｏｗ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ａｎｔ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ｒｉｓｋ￣ａｖｅｒｓ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ꎬ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ｈｏｗ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ａ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ｗｈｉｌｅ “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ｏｌｄ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
(ＴＭＴ)ꎬ ａｓ ａ ｋｅ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ꎬ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ｓｈａｒ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４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ＭＴ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ꎬ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ＭＴ (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 Ａ
ｎ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ｒ ＣＥＯ ｃａ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ｆｆ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ꎻ “ 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ＭＴ ｐｏｗｅｒ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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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康乐ꎬ 等

执两用中: 家族企业高管权力均衡分布与数字化转型


